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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的法律文化都有其特有的價值取向與判斷標準，如何客觀公正地調整與解決不同國際法主體

間的法律價值衝突是一個複雜的課題。東西法律文化的衝突在近代國際社會的觸碰中愈演愈烈，推進

著國際法的歷史演變。這些衝突對近代國際法產生了哪些影響和意義，對當代國際法觀的現實意義是

什麼？本文旨在對近代中西法律文化衝突的作一初步探索，得出法律文化衝突對於國際法價值觀的影

響，通過對國際法價值觀念的跨文化解讀，研究中國近代國際法價值觀的改變，最後提出個人關於促

進國際法價值觀認同路徑的建議和主張。 

 

關鍵字：法律文化衝突、國際法價值觀、跨文化解讀 

 

 

Abstract 
   Different legal culture has its own value orientation and standard of judgment. It is a complex issue to 

objectively and impartially adjust and solve the conflict of law value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furious conflic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legal culture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promot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What are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conflicts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and what i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This paper aims to do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impact upon the val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the conflict between modern western and eastern legal culture, analyze the change of values of 

modern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inally, my personal recommendat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promotion of value ident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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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歷史的浪潮中，研究一國法律文化的變遷與進步和現實中的法治狀態，都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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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國家對國際法實踐的理論前提。國際法的萌芽與誕生源自西方世界，西方法律文化

的價值體系與判斷標準是否放諸四海皆准？在跨文化視野下探討國際法文化之動態

發展，需要把握同一時期的國際法背景、歷史及淵源，才能準確把握國際法觀的動態

原理和變化規律。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指出，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從根本上說，

是一場最廣義的衝突，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

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1本文試圖在跨文化視域下對中西法律文化衝突進行

跨文化解讀，探究其對中國國際法觀的影響，從而揭示中國國際法觀的動態原理和變

化規律。 

 

 

二、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法律文化衝突 

 (一)東方的“中國世界秩序”                                                                                                             

在一個國際體系中，具有壓倒優勢的一個國家擁有絕對的政治實力和經濟實力，

會成為強權下的一個帝國。人類社會進入到國家文明階段以來，絕大多數時期都處於

帝國理念的支配之下。在融入西方國際社會之前，東方版圖中的中華帝國在近千年的

帝國統治下早已構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大勢，形成了東方世界裡以中華帝國為中心

的 “中國世界秩序”2。中華法系的巨大影響力輻射到周邊。一方面，以唐律為代表

的中國傳統法律一直是日本、朝鮮、琉球、安南（現今的越南）等東亞諸國學習和模

仿的一個榜樣，同屬中華文明圈範圍之內的周邊國家，也願意接受、學習、採納我國

的法律精神與法制文化；另一方面，周邊國家與地區若想受其“恩澤”與其睦鄰友好

地進行往來，需向帝國行“朝貢之禮”，接受儒家之“三綱”文化，臣服於帝國之下，

這就是著名的朝貢體制3。據文獻記載，朝貢禮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當時的形勢變化

                                                 
1
费正清（1985）．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51-252． 

2
鄧正來編（1993）。王鐵崖文選。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最早提出“中國世界秩序”這個概念的是美國著

名漢學家費正清。參見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3“朝贡体制”（tribute system）是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首的美国学者，为描绘明清两代对外关系所

建构出来的概念，以费正清的构想出发，经过曼考尔（Mark Mancall）的理论细致化后所构筑朝贡体系论．參見

Mark Mancall.(1968).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D2-3 

南榮學報 第二十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ournal of Nan Jeon, Vol. 20, 2017 

 

而略有不同。如，西漢甘露三年(前 51 年)，漢宣帝對前來稱臣朝貢的匈奴呼韓邪單于，

“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4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令

高麗國王“修世見之禮”,
5乾隆《清會典》謂:“朝貢諸國遇有嗣位者，先遣使請命於

朝廷。朝鮮、安南、琉球，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其他諸國，以敕授來使齎回,乃遣使

納貢謝恩。”6但不管在哪一個歷史時期，朝貢禮儀的理論架耩認為：外國唯有藉著朝

貢，或依附於朝貢形式，才能輿中國通商：因此通商附屬於朝貢，商業受制於政治意

識型態。依照這樣的理論架構推衍出來的中國國際秩序，則是所謂的天朝概念：中國

是天朝，存在於世界上的所有園家，不管實際上是否向中國朝貢，理論上都是中國的

朝貢國。7臣服於帝國體制下的貢國一方面能維護帝國尊嚴大國地位，又能受其庇護，

不但在出現其他大國侵擾時能得到武力援助和道義支持，還能在遭受不期而遇的自然

災害時得到經濟救助。朝貢雙方似乎都樂意接受這樣的狀態，因為在這樣的體制中他

們能彼此互利，友好往來。這是一個以中國的儒家文化中的“夏夷”理論為根本的對

外交往制度，國家間是如“君臣”“父子”般的等級關係。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世

界秩序”一直保持著穩定的狀態，也曾發展到非常圓熟的地步。在明代，以朝貢制度

為基礎的中國世界秩序曾擴展到“30 個新國家以上”。8朝貢制度是中國文化優越性

在制度上的表現形式，因而歷代王朝都對之不遺餘力地加以強調。這一制度也就是為

在禮儀制度化地表達不平等和等級制而精心設計出來的。9長期的天朝大國觀念、相對

保守的心態、文化優越的印象、與鄰邦相處的中心地位使得帝國與外界交往時有一種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k Mancall.(1971).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k Mancall.(1984).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John King Fairbank, S．Y．Teng.(1941). 0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01.6. No.2.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35-246. John King 

Fairbank.(1942).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 No.2.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29-149. John King Fairbank ed..(1968).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等著作． 

4《汉书》卷 78《萧望之传》 
5《明集礼》卷 30《宾礼・蕃王朝贡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 
6乾隆《清会典》卷 56《礼部・主客清吏司》 
7
坂野正高（1973）。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77。 

8前揭，王鐵崖文選。 
9李勝渝（2001）。中國近代國際法探源。四川教育學院學報, 7，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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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的優越感，無視一切外來文化，更不屑於主動與這些異質文化的國家交往。因此，

“朝貢制度”被推廣到了“中國世界秩序”以外的範圍，當西方使團來到中國，對皇

帝的恭敬和行臣子之禮也是首要條件，如不肯就範便驅逐回國。 

 

(二)西方“多國平等”的國際法秩序 

西方社會也曾身處饑寒交迫、經濟落後、文化封閉的狀態，在經歷文藝復興、宗

教改革、工業革命等變革後，經濟發展水準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他們進一步鞏固和強

化了政治、軍事、文化實力。大國在自身崛起後，往往都開始要推廣他們“優秀”的

法律價值和文化，這幾乎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普遍規律。在十七世紀歐洲三十年戰

爭後，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和約簽訂，確定了國家主權和國家主權平等這

兩個國際法原則，被視為近代國際法的開端，可以說近代國際法與國際法原則的形成

是在殘酷的戰爭和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此後儘管歐洲仍然充滿戰爭，“無不適

合於國際公法”。10“無論各國從戰爭中撈到多少好處，在表面上他們都信誓旦旦地

忠於主權和平等的原則”。11歐洲國家體系是由許多大小不一的國家相互之間的橫向

關係構成，構成國際秩序的基本準則是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獨立的各國間的平等關係，

基於國家主權平等基礎上的近代國際法從根本上維持著歐洲國際秩序。正如印度的阿

南德教授指出，傳統國際法實際上是“歐洲列強的地區法律”。隨著資本主義殖民擴

張加劇，歐洲國際社會在空間上逐步向全球推進，他們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價值開始向

外輸出。在西方人看來，把世界版圖納入到他們的殖民體系中是上帝賦予的神聖權

利，於是他們不遠萬裡的來到中國以滿足他們殖民擴張的野心。 

 

 

三、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法律價值衝突 

政治和法律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社會表現，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環境必然產生不

同的法律。中西傳統法律價值體系與判斷標準的根本立足點和理論重心是截然不同

                                                 
10守肅（1903）。論國際公法關係中國之前途。政法學報, 3，41。 
11李世安（2004）。歷史學與國際關係學---略論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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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是在兩種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文明條件下生長出來的法律精

神的載體形態。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是以農業經濟為主，以皇帝為中心，按照君臣、

父子、夫婦三綱五常劃分，依照上下尊卑為秩序的自我運行機制的封閉的法律形態。

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運行中，逐漸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刑罰和禮教互相輔助的

獨特形式。12在一個農耕社會裡成長並影響深遠的儒家法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穩定的體

系。而近代西方的法律和制度從曾經的專橫殘酷，到十九世紀的重大變革，經歷了血

雨腥風而形成評判自身的法律價值體系。因此，可以說鴉片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表面

是由於禁煙引起的中英關係緊張，實際從深層次文化方面而言，是在中英不同的法律

文化背景下因法律價值體系與判斷標準的不同發生的法律衝突，無法以和平的方式加

以解決。 

 

(一)中西方法律價值體系的衝突 

不同的法律文化都有其特有的價值體系與判斷標準。在廣義的法律文化中，同一

種法律文化現象在一種法律文化中會被看作是正常之舉，而放在另一種法律文化中可

能就會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因此，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構造的價值體系與評價標

準使得兩種法律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產生激烈的碰撞。中西法律傳統文化衝突最突出的

表現有，法治與人治意識、平等與特權取向、正義與無訟取向等。 

 

1.法治與禮治的衝突 

西方社會從主流上講，是一個理性化的社會，這就決定了西方社會走的是道德法

律化的道路。法治最高權威是法律尤其是憲法，而不是個人或組織。人們之間的關係，

從一開始就蒙上濃重的法律色彩。它追求法律的穩定性、普遍適用性、自治性、道德

無涉性等，不允許任何個案橫平、對弱者傾斜、道德干涉等影響、破壞法律效力的因

素存在。在一個法治的社會中，法律就能夠更好地保護弱小者不被強大者的力量欺

淩；中國是典型的禮治社會，奉君主的道德和命令為最高權威，君主權威處在法律之

上，講究法律的倫理化（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在中國社會，“儒家倫理的原則

                                                 
12
田濤、李祝環（2007）。接觸與碰撞——16 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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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和規範著法的發展，成為立法與司法的指導思想，法的具體內容滲透了儒家的倫

理精神。”13“禮”“法”二元結構和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國傳統法律最顯著的兩個特

徵，禮所體現的精神自漢代以後一直是中國法的價值取向。因此中國的思想家極力推

行禮樂教化，定分止爭，經常是以情廢法，法律通常會受到君主的權威、家長的命令、

社會的輿論、個人的情感等影響，從而最終影響法律的效力。除此之外，為保護弱勢

群體，還會出現不按法定程序進行審判而實行個案衡平的現象，從而削弱了法律的普

遍適用性。所以客觀而言，西方對於中國傳統法律的批判是源自法治、平等等啟蒙文

化的基礎上，用法體現最大的公平性是西方法律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而他們呼籲在

中國遭受的不平等對待確不是空穴來風，是中國古代法律固有的一種觀念體現。 

 

2.平等與特權取向衝突 

西方文化強調個人的獨立性。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應為自己負

責。個人權利必須被尊重，不能為了集團和社會的利益而犧牲個體利益。在他們看來，

法律要承認和保護人的價值是至高無上的，以便使每個人在個性、精神、道德和其他

方面的獨立獲得充分與最自由的發展。西方法律的平等、自由、民主思想卻深入人心，

特權思想早被人們摒棄。而中國近代文化中輕權利重義務的等級制取向與西方文化中

權利至上的個體主義取向是的一對顯著衝突。中國人習慣把自己看成是群體的一員，

認為個人不應特立獨行，而應儘量合群，與群體保持和諧的關係。當個人利益與群體

利益發生衝突時，個人應犧牲自己的利益保全群體利益。個人在中國的社會中不具備

“公民”那樣獨立的社會政治身分，每個人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倫理身分，即作為父

子、兄弟、男女、夫妻的血緣身分。由於家國一體，血緣身分與作為君臣官民良賤的

社會身分又是相通的。中國社會重視的是義務，為了家庭和國家的利益，不惜犧牲個

人利益，這就決定了輕權利重義務的法的集團本位觀念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被歷代

帝國君王在對外關係上所推行和實施的“朝貢體制”就是這一等級觀念在天朝處理

國家關係問題上的顯著體現，實際是帝國王朝向周邊顯現國威的體現，這種禮儀方式

能滿足歷代中國皇帝的優越感和強大的自尊。 

                                                 
13張中秋（1992）。中西法律文化比較。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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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義與無訟取向衝突 

在西方，“正義是西方法律的最高價值目標，法律的所有其他價值，都是正義原

則的具體化。”14所以，正義作為西方社會法律價值取向符合人類文明的進步，是千

百年來人們孜孜追求的理想之一。而在中國，孔子和經書上的這種賤訟論經過權勢者

們的泛化和強化，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近代中國社會裡表述為，“人們之間的關

係，是個道德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為追求無訟的大同世界，中國的法治往往受

到情感的約束與駕馭，人類過去的情感成為影響法律效力最大的障礙與絆腳石。“無

訟”、“訟則凶”就變成了至高無上又普遍適用的“經訓”，它與孔子的“和為

貴”，以及《老子》的“不爭”、“曲則全”、“不敢為天下先”的處世哲學相結合，

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性的賤訟心理。但是，無訟取向實際是“以和為貴”的理念表現，

在制度上的表現是限制訴訟，調解手段平息和解決爭端，在社會和民眾層面達到了人

們和平求安的秩序追求，從而穩固封建帝國的統治。 

 

(二)中西方法律價值衝突的具體表現 

1.對外關係法律衝突 

1517 年一批葡萄牙使團來到中國廣州，他們用鳴炮來慶祝抵岸的勝利，明朝軍隊

逮捕了這些不懂禮數的“蠻夷”，並施予刑罰和牢獄，以示大明國威，這標誌著中西

法律文化衝突的開端。第一次見識中國法律的西方人，只是收穫了一段難堪的解法經

歷。15
 1793 年，乾隆非正式地召見了英國訪華特使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在承

德避暑山莊皇帝的行宮裡乾隆皇帝向“朝貢者”給予了賞賜，並說:“天朝物產豐盈，

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16責令英國史團他們儘快離開了中國。顯然

英國使團的目的沒有得到實現，中國沒有象英國國王希望的那樣，打開中國市場，從

而剛剛崛起的海上大國，與有著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陸上大國失去了合作的機會，這

次的英國代表團訪華成為歷史上“兩個大國之間失之交臂的握手”。表面看來的禮法

                                                 
14孫國華主編（1995）。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5余豐泳（2015）。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浙江人大, 4，72。 
16
王先谦（1996）。东华录，第五册，乾隆一百十八，己卯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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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實質上是代表清朝等級地位與權威的“朝貢體制”與代表國際法平等理念的

“多國體制”價值觀念之爭。 

 

2.外國人地位的法律衝突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17這是自唐

開始中國人處理涉外案件的原則，滿清帝國對外來“蠻夷”沿用了這一原則，甚至更

加嚴苛。1689 年，英國商船“防衛號”的水手因殺死一名中國人，被迫適用中國法律。

為此，“防衛號”留一位大班，七個水手在中國人手下做囚犯，另外還有一位垂死的

醫生。18清統治者使用了上述原則的同時還使用了“株連”原則，英國人認為中西法

律是相互衝突的，中方沒有規定陪審制度、沒有證據制度、而且實行連坐，缺乏西方

法律的公正和人道。1784 年“休斯女士號”案件爆發，起因是該船在鳴放禮炮時誤斃

兩名中國低級官員，中國最終將炮手拿獲並處以絞刑。英國人對中國法律做出如下評

價：“順從屈服這種觀念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歐洲人所相信的人道或公正相違背的；

假若我們自動屈服，結果就是我們把全部有關道德上及人性上的原則拋棄---我們相信

董事部即使冒喪失他們的貿易的危險，也必然贊助我們盡我們的權力來避免這樣

做。”19；1821 年在“陀巴士號”案件中，兩廣總督阮元在奏摺中也這樣宣稱，中國

法律可以適用於歐洲人：“夷兵在內地犯事，即系化外人有犯，應遵內地法律辦理。”20

但值得一提的是 1839 年 7 月，英國水手在九龍殺死了一個名叫林維喜的中國人，欽

差大臣林則徐一再要求交出兇手，並與英國駐華商務總督義律據理力爭，所依據的是

《各國律例》中的在哪個國家犯法，就按哪個國家法律辦的國際法原則（即“所在地

原則”或“行為地法”）。義律則回答說，服從這樣的要求是違背英國的政策和慣例。

義律駁回了殺人的控訴，幾名水手以騷亂而被處監禁和罰金，然而執行地則移往英

國。這幾名水手回到英國被政府釋放，理由是義律對於在中國的英國臣民沒有管轄

權。21因此有學者指出“當西方人批評‘中國法律，不僅是極為專斷的和極為腐敗地

                                                 
17
【唐】長孫無忌（1983）。唐律疏义，各例，第 48 条“外化人相犯”。北京: 中华书局。 

18
马士（1991）。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1、2 卷。中山: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前揭，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20
转引高道蕴等编（1994）。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1前揭，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http://yuedu.163.com/search.do?operation=exact&kind=author&type=4&word=%E3%80%90%E5%94%90%E3%80%91%E9%95%BF%E5%AD%99%E6%97%A0%E5%BF%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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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的’，而且大肆指責‘它(指中國法律)的體系在許多方面與歐洲人公平或正義的

觀念不相容’的時候，隱藏在背後的動機卻是如何逃避中國法律的制裁。”22
 

 

3.通商關係法律衝突 

清朝初期，廈門、寧波等地貿易口岸雖曾一度開放，但時至 1757 年，乾隆皇帝

下令把廣州作為唯一的貿易口岸，把西方國家對華貿易限制在廣州，並規定了一種特

殊的貿易形式“公行”。“公行”被朝廷賦予了特殊的法律地位，來華經商的西方

人，被限制在指定的地點居住，只能和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交易。除此之外，來華貿

易的商人和水手的人身自由也受到種種限制23，公行時期所誘發的法律衝突可見一

般，來華貿易的西方人給在華的諸多貿易爭端抹上濃厚的“不公”色彩，打上“對外

國人不公”的標籤，為他們今後追尋在華的治外法權埋下伏筆。1839 年，林則徐因清

政府受到英商鴉片走私困擾，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到廣東查禁鴉片。他依此為法律依

據，實行禁煙和懲辦不法外商。如英國水手在九龍打死中國村民，林則徐與英國駐華

商務總督義律據理力爭，所依據的就是《各國律例》中的在哪個國家犯法，就按哪個

國家法律辦的國際法原則（即“所在地原則”或“行為地法”）。他因查禁鴉片而不

得不對英國人採取行動時，也注意盡可能符合國際法。如，首先宣佈鴉片為違禁品，

要求英商交出焚燒。又發照會給英國女王，指出鴉片對中國居民有害，敦促女王禁止

這項貿易。林則徐在信中稱：“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即不

使為害于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24最後，他才採取武力行動，嚴令

禁止鴉片。 

 

四、近代中國國際法價值觀的轉變與反思 

 

                                                 
22
張晉藩（1997）。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北京: 法律出版社。 

23據史料記載中國對來華貿易外國人的限制是極為苛刻的，例如，規定每年的貿易期為五月至九、十月，

超過這一期限，外國人不得居留廣州；在廣州居留的外國人必須住在行商館內，接受行商管束，不得

私自沿街行走，不得在江中划船取樂，不得雇人傳遞信件至內地等等。甚至規定不得將婦女帶到商館，

外國人不得乘轎，不得雇傭華籍僕役等。引自王紹坊（1988）。中國外交史(1840—1911) 。河南: 河南

人民出版社。 
24

 方之光、周衍发等校点（1988）。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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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以後，晚清政府雖已意識到中國傳統法律觀念轉型的必要性，並為解除

不平等條約和收回治外法權做出了一些的努力，但是，國際法並不是外交上的萬能

藥，在許多外交事件中，清政府的立場根據近代國際法原則是站得住腳的，但西方國

家因利益所在，仍舊強橫不講道理，清政府雖據理力爭，也沒結果。國際法只是欺淩

中國的藉口和工具。25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國際法都僅僅是為強者服務的規範，

弱小國家總處於被屈辱和損害的境地。26但近代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納入“主權

平等”的近代國際體系，標誌著傳統“納貢體制”的瓦解，近代國際法觀的接受與適

應，對近代中國國際法實踐與法制變革的影響是巨大的。 

 

(一)近代中國國際法價值觀的轉變 

滿清統治者無法將西方融入“中國世界秩序”，西方也無法將中國融入到“歐洲

國際法秩序”中，西方最終以戰爭為手段將中國納入西方主流的國際法律制度，逼迫

中國接受近代國際法，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將中國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中國開

始接受國際法平等、公平、正義等觀念，並作出利用國際法改變命運的嘗試，因此，

中國傳統法律理念向西方靠攏，首先是從對國際法理念的接受與轉變開始的。 

鴉片戰爭後，滿清帝國設立了“總理衙門”專門處理對外事務，雖然此名稱是從

之前“理藩院”更名而來。顧名思義，清朝初設該機構時“理藩院”對“藩宗體制”

的餘念，對從前的傳統禮義之邦及其等級至尊地位的懷想。然而，大勢已去，如今的

西方列強再也不能與過去的“藩國”相提並論，該機構受到西方列強的稱許，被看作

是“中外各國永敦睦好最妙良法”。27這標誌著晚清的對外關係和外交機構開始步入

正軌。清廷之後還將此部門再次更名為外務部，並專設儲才館培訓及儲備職業外交

官，開設講習課、翻譯課、評議課、編輯課等，進行專門訓練。28郭嵩燾成為中國第

一任駐外（英）使臣，胡璿澤是第一任駐外（新加坡）領事。但總理衙門設立後，外

國使節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聯繫的問題解決了，但覲見皇帝的問題仍然存在爭論。29但

                                                 
25楊澤偉（1999）。近代國際法輸入中國及其影響。法學研究, 3，122。 
26朱文奇（2013）。現代國際法。北京: 商務印書館 
27
蔣廷黻（1979）。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第四冊上卷，北京: 中華書局。 

28前揭，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第 358 頁。 
29杨泽伟（2010）。当代国际法的新发展与价值追求。法学研究, 3，183。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92%8B%E5%BB%B7%E9%BB%BB&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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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能代表作為“禮儀之邦”之天子的清末皇帝欲保留形式上的尊嚴和無法接受現

實的自我矛盾與糾結。 

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使用武力逼近清王朝以簽訂雙邊條約

的方式解決法律衝突和其他國際問題的開端。條約簽訂本身標誌著中國開始接受以條

約方式確認國際法準則和國家間權利義務關係這一近代國際法基本原則。西方列強通

過與滿清政府簽訂條約，形式上承認中國的國家主權，主權平等的觀念事實上也接受

了，而實質上因為條約的不平等性質剝奪了清王朝對自身的國家主權，中國非但沒成

為主權完整的國家，反而被淪為半殖民國家，在國際法上始終無法真正擁有主權平等

的權利。這些條約都是近代國際法的一部分，卻與國際法平等、公平、正義的理念相

去甚遠。《南京條約》之後的一系列的條約，最受關注的是帶著喪權辱國性質的數個

不平等條約，在當時的情形下，履行不平等條約“是為了避免國家權益遭致更嚴重的

損失”30的無奈之舉。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被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之後，舊中國締結

的條約，並非都是不平等條約。31通過條約制度處理對外關係成為滿清處理涉外事務

的法律手段，條約內容涉及廣泛，從國家關係、條約關係、領事關係、通商關係到外

國人地位等，從各個方面代表清王朝對於一系列國際法概念的接受。《南京條約》前

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只有七個，而《南京條約》之後的半個世紀，條約成為中國對

外經濟、政治關係中的重要方式，也使得近代國際法律秩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二)對中國國際法價值觀的反思 

1． 國際法價值的跨文化向度  

在國際社會，法律應是共同準繩，沒有只適用於他人、不適用於自己的法律，也

沒有只適用於自己、不適用於他人的法律。應摒棄雙重標準，堅持法律上的平等和國

際公平、正義。32近代國際法在近代國際體系中體現的不公正性得到普遍譴責與否定。

國家在近代國際法上是唯一排他性主體，國家享有某些“天賦權利”包括發動戰爭的

                                                 
30李育民（2006）。近代中外關係與政治。北京: 中華書局。 
31在中國近代史上與國外簽訂的條約中外方“確實從中國得到了巨額利息、利潤等等好處，但從當時中

國貧窮落後、受外來侵略等具體情況出發”，客觀地看待此類條約，不能一概否定其歷史作用。參見

牛創平、牛冀青（1998）。近代中外條約選析。北京: 中國法制出版社。 
32曾令良（2016）。推進國際法理念和原則創新。人民日報, 3 月 28 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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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代表西方列強利益的近代國際法為維護西方利益，以武力為後盾進行瘋狂的經

濟擴張和殖民爭奪，還確立了一系列與強權政治相適應的國際法原則、規章和制度，

包括保護關係、勢力範圍、合法干涉、租界、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制度等，近代國際

法價值受到扭曲與破壞。中國被迫納入國際體系之後，中國近代國際法觀念開始形

成，中國傳統法律體系受到強烈衝擊，並陷入極度混亂。可以說，中國近代國際法觀

念都建立在對西方法律文化的學習與吸收和對自身傳統法律文化的批評與摒棄之

上。在那個民族危亡的特殊的歷史時期，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文明鮮明對比下，所

有西方的法律理念似乎都是先進的合理的，都應該去追尋，完全不顧及是否脫離了本

國的傳統法律文化的土壤。 

從跨文化角度來說，東方與西方法律文化的區別，是人類在自身進化中逐漸產生

的。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文化，都源於其自身發展的規律。33不同國家的人們生活在

各自持定的文化背景中，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道德觀、倫理觀等方面者存在巨大

的差異。中西之間在歷史上的相遇，“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業大國專心致力於土壤的精

細耕作、人的自我修養以及社會內部控制，與歷史上擴張性的西方相鬥爭，而西方的

根基和成長模式則是建立在全然不同的環境之中的。”34古老的中國法律曾經是世界

法律發展史上獨具輝煌的一頁，它有延續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其核心價值理念縱

然有其消極的一面，但同時也有需要繼續發揚的一面。 

“無訟”價值取向在“中國世界秩序”中的體現為其對國際秩序的穩定，“以和

為貴”“和而不同”的追求。“朝貢制度”在歷史上存有發展和擴充的可能性和封建

王朝採取的不干涉和不統治的政策有關，朝貢制度的建立從不以武力威懾為前提，雖

然是帝國對外關係等級制度的體現，但中國“大而不霸”，對待周邊弱小國家以“君

臣”“父子”相待，從不欺淩或訴諸武力，即便使用武力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

下。據史料記載，早在《南京條約》前的 1689 年，就曾有《中俄尼布楚條約》，該

條約無論在形式還是實質上都能滿足近代國際法之條約制度之規定，但遺憾的是滿清

並未放棄對外交往的傳統“朝貢體制”，該條約的成功簽訂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是當時

的中華帝國無力將勢均力敵的俄國納入自己的體制而做出適度妥協的表現，還可以體

                                                 
33前揭，接觸與碰撞-16 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 
34
狄百瑞（1996）。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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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帝國的朝貢體制沒有建立在戰爭的基礎上，實際上該體制正是對中華帝國為追求

和平穩定接受“和而不同”的相處模式，是對帝國“大而不霸”價值取向的表述，體

現的是“以和為貴”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精神。 

從跨文化角度看，法治是西方啟蒙思想所推廣的理念。但法治是整個人類社會文

明進步的共同成果，世界範圍內的各種國內法治國際法治，既有共同的普遍性，同時

彼此之間也存在差異性。35法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它具有國內和國際雙重

屬性。中國走的不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從本國的國

情出發，不能用西方話語體系來解釋自身法治。中國需在“依法治國”的法制建設中

推行社會主義法治，將中國建設成法治大國，從而實現法治中國與中國法治的良性互

動。 

同理，平等、公正、正義等國際法價值，雖然源於西方，但從來都不是西方的專

利，不能以一個標準來稱量，它們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文字元號，需要站在客觀公正的

角度對他們進行跨文化解讀。僅以西方話語體系中的國際法價值來實踐國際法會造成

對國際法價值的扭曲。中國近代史上被西方國際法所推廣的價值有著嚴重的雙重標

準，隱藏著侵略、瓜分世界的真實意圖，與全世界共同追求和認同的國際法價值背道

而馳。 

 
2． 跨文化解讀與溝通---促進國際法價值認同的有力武器  

國際法的構建初衷就是體現正義和公正。在國際社會中，國與國交往過程中由於

不同的社會制度、發展程度、意識形態等的差異不可避免地產生衝突，國際法是調整

國與國摩擦與衝突的合法武器。國際法價值是反映全人類的理性的價值追求，是以整

個國際社會為背景並跟隨國際情形的變遷而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其內涵主要是國際法

主體之間所共同認同的觀念和意識。在國際法關聯論中，決定正義認同的民族文化及

其融合，是最終的決定性要素，它決定了政治和經濟因素所追求的社會價值。36但是，

觀念與意識的認同是在國際法主體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中，通過談判、溝通、協商的方

式促成。世界由多個主權國家組成，各國在國內立法、政治體制、發展程度的差異很

                                                 
35曾令良（2015）。國際法治與中國法治建設。中國社會科學, 10，135。 
36
江河（2014）。國際法基本範疇與中國的實踐傳統。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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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對國際法價值理念的文化認知差異很大。因此，如何超越各自的文化認同模式，

促進對國際法價值的共同認同，使國家形成自願遵守的行為模式是實現當今國際法制

的根本要件。因此，只有站在客觀理性的角度審視國際法價值理念，對其進行跨文化

認識和解讀，共同觀念與意識才能形成，並能在國際法運行中發揮最大的作用。 

從追求“平等、公正、正義”的近代國際法到追求“發展、安全、人權”37的當

代國際法，國際法是實現和平、繁榮和有效的國際合作等所有價值目標的最重要的工

具。38謝暉教授在就法律的本土性與國際性的分析中提及：法律的國際性曾經是高層

次的法律文化對低層次的法律文化征服和壓制的結果，隨著主權國家的產生，法律的

國際性不可能僅僅靠征服和壓制形成，反而它的形成越來越具有國家間、文化間交涉

性的特徵，即法律的國際性是不同國家間交涉的結果，是以普世價值為前提，以不同

國家的利益需要為導向，以國家間的對話、交涉和談判為手段而形成的。在這裡，已

經意味著法律的本土性和國際性之間的內在關聯。可以說，法律的國際性是不同本土

性間對話的結果，而不是本土性間對抗的結果，也不是對本土性的解構。39這段觀點

的表述從法哲學的角度說明瞭國際法主體間跨文化溝通的必要性，以及國際法價值認

同的重要性。 

通過對近代中西法律文化差異的跨文化解讀，我們看到國際體系中的近代中西法

律文化間存在的差異性和異同性，通過這種差異性瞭解，能最終促進國際法價值的跨

文化認同。國際法價值的認同，首先需要國際法主體具備敏銳跨文化解讀意識，理解

                                                 
37
提出发展的概念。由于国际法的价值问题很少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及,所以我们只能从国际法律体系的基本规范

和长期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推断出来。“發展、安全、人權”的国际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

权宣言》,尽管这二者并没有明确 1986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发展权宣言》,正式确认了发展权。参见杨泽

伟（2010）。当代国际法的新发展与价值追求。法学研究, 3，183。 “和平與安全、發展和人權是聯合國系統的支

柱，也是集體安全和福祉的基石。”“沒有發展，我們就無法享有安全；沒有安全，我們無法享有發展；不尊重

人權，我們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發展。”參見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大自由：實現人人共用的發展、安

全與人權，（2005 年 3 月 21 日），http://www.un.org/chinese/largerfreedom/part4.htm. 最後訪問日期：2016 年 8 月

30 日。 

38杨泽伟（2010）。当代国际法的新发展与价值追求。法学研究, 3，183。 
39 谢晖就法（律）哲学诸问题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明海英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dd267c0102v9nr.html，2015 年 1 月 14 日。最后访问日期：2016 年 8 月

30 日。 

 

http://www.un.org/chinese/largerfreedom/part4.htm.%20最后访问日期：201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dd267c0102v9nr.html，2015年1月14%20日。最后访问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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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我法律文化的主動意識，確定本我法律文化和他我法律文化的各自特殊性，通過有

效的跨文化溝通，闡釋國際社會中不同國際法主體文化之間法律關係與法律活動，從

而增進不同法律文化之間的理解、合作與共存，促進國際法律制度的良性有效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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